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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当代历史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２０１５年５月下旬，科大卫教授参加了山东大学主办的“礼俗互动：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并对鲁中、胶东地区的部分村落进行考察，我们进行了随机交流。七八月份，我赴香港中

文大学访学，期间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访谈，获益匪浅。现征得他的同意，我把这些访谈内容加以

整理，以求裨益于广大读者。（张士闪）

“大一统”与差异化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

———科大卫教授访谈录

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　张士闪

　

作者简介：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香港沙田）。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张士闪（以下简称张）：科大卫教授，您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

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ＡｏＥ）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进入第六个

年头。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操持这样一个时空跨度大、头绪繁多的大型研究计划的？

科大卫：我们一群在 香 港 和 大 陆 的 研 究 者，已 经 合 作 了 很 多 年。“中 国 社 会 的 历 史 人 类 学 研

究”是这么多年合作的共同思路。

张：与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模式相比，您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来理解中国

社会的？

科大卫：弗里德曼和施坚雅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都有很重大的贡献。弗里德曼之前，对

华南宗族的研究已经不少，但主要是把宗族看成扩大的家庭。弗里德曼指出，家庭与宗族是两码

事，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思维，没有互相演变的成分。再者，宗族不是血缘而是以血缘为依据的

地缘制度。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概念。施坚雅也是一个富有创见的研究者，他的三篇论文非常了不

起。区域市场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大家都忘记了中国广大农民是生活在有非常强

烈的地缘关系的社会的时候，他提出市场网络对地缘的作用。其次，他以为可以根据市场网络的

划分，把整个中国分 成 不 同（但 是 互 动）的 经 济 区 域。虽 然 这 对 有 关 地 方 性 异 同 的 问 题 能 解 决 多

少，还不好说，但是施坚雅的大前提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中国实在太大，很多时候地区的经历与整

体的经历不一定相同。我们去研究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也需要关注地方上的经历。

张：中国领土广袤，历史悠久，文字系统发达，在“大一统”的国家结构与差异显著的地方社会

之间进行阐释，是很有挑战性的。

科大卫：当然。

张：历史上，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扩张与文化影响的扩大，在促成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方面扮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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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角色？

科大卫：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吧，但是归根究底，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不同时候的国家有不同的特

色。从宋以来，北宋、南宋、元、明初、明中期到清中期、清后期、民国初期、１９３０到４０年代，都是不同形

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统治理念，不同的宗教和礼仪。在这些不同的时代，国家的版图不一

样，在版图之内的渗透也不一样。在珠江三角洲，宋元时期很大部分尚未成陆，遑论这些还没有成陆

的地方是否国家的部分。再者，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一定是控制，也可以是地方社会很主动、很
巧妙地把国家制度引入来处理地方上的问题。所谓地方整合到国家，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我们在

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注意到，这种认同跟地方社会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形式很有关系。在华南地区，简
单地说，明朝初年国家以地方官管辖的社会，都自认为是“民”，也就是清代的“汉人”；所有土司管辖的

社会，都变成我们今天的壮族；没有地方官也没有土司的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瑶族。

张：您曾说过，地方文化的塑造取决于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时机和当时的国家理论。是否

可以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的历程？

科大卫：您问的问题，关乎这是谁的历史。我从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

道，历史是多种声音混合的结果，有些声音大，有些声音小。有的历史学者听觉比较灵敏，也有的

历史学者对个别的声音听而不闻。我相信，假如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的话，它需要包括不同

的人参与这个历史的经验。第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一直到近代，我们的基本参考资料都

是以国家上层的利益为核心。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不是不把地方的历史放到国家的历史之

内，而是认为在没有官方记录下的地方历史，根本不是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地方的历史，需

要重新学习，把没有在我们传统历史记录中发声的人的历史也放进去。

张：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在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礼仪标签”的提法，很是生动形象，这在您所倡导

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有什么特别含义？

科大卫：我在田野调查 中，注 意 到 地 方 社 会 中 有 些 具 有 个 性 特 征 的 礼 仪 传 统 表 达，我 称 之 为

“礼仪标签”，认为这是历史人类学探讨历史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些礼仪的实践，建立在“正统”的

概念之上。当不同的“正统”传统碰撞的时候，就会形成礼仪的重叠。有一次在福建调查，我看到

妇女进庙时需要在腰部戴上围裙。这就奇怪了！既然腰部已经被衣服所遮盖，为什么还要戴上围

裙呢？我由此怀疑这一带妇女———在文献上称为“惠安女”———以前的穿衣习惯是裸露腰部，可能

有一个时期，这被看成是不雅的，所以就形成了拜庙时戴围裙的习惯。当衣着改变后，已经不需要

这样做了，但是礼仪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所以围裙和衣服就重叠了。这些礼仪标签，还包括建筑的

特征、与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

的乡村仪式等等，它们对于我们探讨地方历史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

统”的文化的历史，很有意义。

张：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中，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族谱这类民间文献？

科大卫：一般来说，历史学者习惯看文献记录，人类学者习惯去实地考察。历史人类学讲究对

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的结合，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就族谱来说，一般研究者往往把族谱当成一

本本的“书”，仅仅从中抽取其谱系记录，来收集历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却没有把这种文献放入历史

发生的具体时空中进 行 解 读。但 正 如 传 说 的 研 究 需 要 从 它 建 构 的 历 史 开 始，比 谱 系 本 身 更 重 要

的，是编纂谱系的人的历史。编纂族谱的历史，往往就是地方宗族的历史。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是

将族谱看作活的记录，随每一代人的需要而改变，而不是收集在图书馆里的死文字。其实也不只

是族谱，历史学者所使用的文献，都需要放回历史现场去了解。

张：今年５月，您在山东大学做的“历史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讲座上，曾经表达过“族谱

中的说法，和族谱的历史是两回事”这样的意思，大家很受启发。您能否就此再略加阐发？

科大卫：相信这是你们民俗学习惯的概念。比如孟姜女故事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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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些版本，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流传，从而了解流传这个故事的人的历史。正如民俗学

需要训练一样，读族谱也需要训练。头一课应该让读者知道族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个档案。一本

族谱的内容包括不同的文件，读者需要辨认出这些文件的来源。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文件也是

通过多次的收集，才放到您手上拿着的这一份文本之内。每一本族谱都有它的历史，这个历史跟

编纂族谱的人们的历史都有很大关系。我们很多同行，以“开矿”的心理去读族谱，只会抄录一两

段描述性的资料，太可惜了。

张：田野资料的理解和使用，是民俗学、人类学年轻学者们很关心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

科大卫：历史上的乡村老百姓，绝大部分是不识字的人，他们的历史并不是靠书写来记录，而

是通过祭祀礼仪表演等活动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些田野资料，是不能以“可信”、“不可信”的标

准来判断的；以为“可信”就可以抄用，以为“不可信”就可以不理会，这恰恰是不懂历史的表现。所

有的历史材料，包括口头史料，都有它的来源、传播的方法与理由，并经过了持有者的不止一次的

修改，但是通过恰当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解历史。地方文献、物质遗物、礼仪表演和口头访问等材

料，都可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比如说，在做口头访问时，往往一句话是怎样说的比

这句话的字面内容还要重要。口述访谈是个学习的过程，访谈人需要以谦虚和诚恳的态度，了解

被访者的词汇、感受与思路。

张：大约在十几年前，您发表过一个“告别华南研究”的演讲，学界现在还不时有人提及。我知

道，您这些年在华北地区跑了很多地方，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科大卫：我知道有些朋友对我的研究一直关注。新的体会是很多的，但是把它们表达出来还

需要一段时间。

张：当代社会变化急剧，一方面是信息获得空前便捷的所谓“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是大量珍贵

的田野资料因为种种原因而损毁严重，这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影响巨大。

科大卫：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世界永远在变，我们需要把握机会把我们还可以接触

到的历史事物记录下来。保留田野材料的最好办法，就是去了解产生这些材料的世界。

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野研究是讲究“慢工出细活”的，这对面临现实生存和各种职业考评

压力的当代青年学者来说很是不易。

科大卫：我同意这一点。现在学校用处理理工科研究发表的标准来处理人文学科，既不对也

有反效果。不对的地方，是理工科面临的是迅速变化的学术环境，大部分理工科的研究，如果在几

年之内没有人读，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读。人文学科是不一样的，变化比较慢，一本好书在出版后几

十年还可能有人去读。因为现在国内出版商要靠收费出版生存，已经把学术市场弄坏了。学校已

不大相信出版商会对出版物的学术水平负责任，所以就给学者施加压力，必须在各种刊物上发表

论文。但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还是写书，而不是写论文的传统。我补充一句，文集不能

算是书，我们很多人现在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了！所以，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的年轻学者想

下功夫做好的研究是很困难的。但是，“慢工出细活”并不只是适用在田野研究。我们所有人文学

科的研究都是“慢工出细活”。“慢工”才有时间去读书，才有时间去思考，现在有多少年轻学者真

正去读前辈甚至同行的著作？您这句 话 反 过 来 说 可 能 更 对———“快 工 出 大 话”！现 在 很 多 研 究 都

是空话、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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